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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慈善组织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核心载体，其激励与分配效应的发挥有可能使我们在兼顾平等与效率的同
时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以 ２０１６年 《慈善法》对非公募基金会管理费用率的差异化调整为政策背景，并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中国 ５１４０家慈善基金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可以系统考察薪酬激励对慈善
组织效率 （捐赠收入）与平等 （公益支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１）《慈善法》显著提升非公募基金会管
理费用率，驱动员工工资福利支出率增长 ０ ５％，验证了薪酬激励的传导机制；（２）政策实施后，非公募基金
会捐赠收入与公益支出分别增长约 １５％，反映出这一制度调整在实现效率目标的同时对平等目标的兼容性；
（３）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平等与效率目标的兼容在高社会信任度、高竞争强度的环境中有明显体现，但在低
社会信任度、低竞争强度的环境中则没有捐赠收入的明显增加，仅体现为公益支出显著增加。研究结果为慈善

领域 “平等—效率”的兼容性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证实适度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实现慈善组织平等与

效率的双重优化，进而为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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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机制，承载着优化社会财富配置、

弥合发展差距的重要使命。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第三次分配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党的二十大

进一步提出构建 “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凸显了慈善事业在促进社

会公平、实现共享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核心载体，慈善组织需兼顾 “平等”与 “效率”

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扩大公益支出促进财富再分配，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捐赠收入增强资源可持续性。② 然

而，当前中国慈善组织普遍面临 “平等—效率”兼容困境。行政化监管模式③与 “零成本运营”理念④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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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抑制了慈善组织的专业化发展，导致其运营效率低下、捐赠收入增长乏力、公益支出规模不足，难以

有效发挥第三次分配的调节功能。① 如何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这一困境，成为推动共同富裕亟待解决的关键

议题。

２０１６年 《慈善法》的颁布为平衡平等与效率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实验。该法对非公募基金会实施差异

化管理费用率政策 （１０％—２０％），允许其通过提高员工薪酬吸引专业人才，而公募基金会仍维持 １０％的费用
上限。这一政策调整旨在通过市场化激励机制提升募捐能力 （效率目标），同时借助公益支出扩张强化财富

再分配效应 （平等目标），也就是说，政策目标希望实现平等与效率的兼容。然而，既有研究对慈善组织薪

酬激励的 “平等—效率”兼容性存在显著分歧。部分学者强调薪酬激励可能挤占公益资金并引发捐赠者信任

危机②，另一派则主张专业化人力资本是提升慈善资源获取与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③ 更为关键的是，现有文

献多割裂效率与平等的内在联系，或聚焦薪酬激励对捐赠收入的单维影响④，或孤立分析其对公益支出的作

用⑤，尚无研究从某一特定政策调整出发系统揭示平等与效率目标的兼容程度。

本文以 《慈善法》的差异化费用率调整为外生政策冲击，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中国 ５１４０家慈善基金会的
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Ｄ），实证检验薪酬激励对慈善组织效率 （捐赠收入）与平等 （公益

支出）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慈善法》通过提升非公募基金会薪酬支出率，驱动捐赠收入与公益支出同

步增长约 １５％，验证了效率与平等的兼容性。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信任与竞争强度是政策效果的关
键调节变量。高社会信任度或高竞争强度情境下，薪酬激励可显著提升捐赠收入与公益支出；而在低社会信

任度或低竞争强度环境中，薪酬激励仅能单向促进公益支出扩张，捐赠收入增长受限。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突破传统非营利组织研究中 “效率—平等”二元对立的

分析范式，首次从理论与实证层面揭示薪酬激励的双重优化路径，为理解第三次分配的激励机制提供了新视

角；第二，借助 《慈善法》的准自然实验设计，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有效识别政策效应的因果链条，克服了既

有文献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三，从制度情境视角切入，系统解析社会信任与竞争强度的调节机制，为差

异化政策设计提供了微观证据。研究结论为优化慈善组织治理、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提供了重要启示。

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阐述 《慈善

法》颁布的制度背景；第四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和研究设计；第五部分进行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

分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综述

慈善组织薪酬激励机制的适用性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核心矛盾体现为公益属性与市场化效率的权

衡。反对者基于慈善组织的 “盈余不分配”原则，强调薪酬激励可能削弱公益属性。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⑥和 Ｇｅｅ等⑦指

出，高薪酬易引发公众对善款滥用的质疑，损害组织公信力。颜克高和陈晓春⑧进一步揭示，货币化激励可

能触发捐赠者的 “代理成本厌恶”，导致捐赠规模缩减。Ｅ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和 Ｋｌｕｖｅｒ⑨则从组织文化角度提出，过度
依赖薪酬激励可能侵蚀志愿精神这一非营利组织的核心特质。支持者则从专业化管理需求出发，论证薪酬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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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的必要性。Ｖａｌｌｉｅｒｅ①和周俊等②认为，职业化人才是提升慈善组织效率的关键，而合理薪酬是吸引此类人才的

基础制度安排。Ｌｉｕ等③的实证研究表明，薪酬激励可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增强捐赠者信任，进而优化资源
获取能力。罗辉④进一步指出，随着组织规模扩张，标准化绩效考核与物质激励是维持管理效率的必然选择。

现有研究对薪酬激励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分歧，主要体现在捐赠收入与公益支出的差异化效应上。多数

研究表明，薪酬激励通过人力资本升级间接提升募捐效率。陈丽红等⑤发现，捐赠者偏好运营成本率低的高效

组织，而薪酬激励能激发高管优化资源配置。张立民等⑥和 Ｂｌｏｕｉｎ等⑦指出，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是薪酬激励

促进捐赠收入的核心中介机制。徐建玲等⑧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公募基金会因项目复杂度高，捐赠者对

薪酬的接受度显著高于非公募基金会。学界对薪酬激励的分配效应尚未形成共识。部分研究支持 “效率驱动

论”，认为资源池扩容可自然转化为公益支出扩张。⑨ 相反，颜克高和陈晓春瑏瑠提出 “挤出效应假说”，指出高

薪酬可能挤占公益资金并触发信任危机，最终抑制支出规模。Ａｔａｎ等瑏瑡和陈岳堂瑏瑢则强调，透明化的薪酬制度

是平衡激励与分配的关键条件。

既有文献存在三点不足：其一，多割裂平等与效率的内在联系，孤立分析单维政策效果，忽视二者的协

同机制；其二，缺乏动态政策视角，未能利用外生制度冲击识别因果效应；其三，对情境依赖性的考察不足，

特别是社会信任与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尚未被系统检验。本文突破传统二元对立框架，以 《慈善法》的差异化

费用率政策为自然实验，构建 “激励—效率—平等”传导链条，为第三次分配的兼容性提供新的理论解释。

（二）理论假说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与代理理论的矛盾视角，本文提出 “平等—效率”协同分析框架，系统阐释薪酬激励

的双重效应及其制度边界。

１ 平等与效率的兼顾。

依据资源依赖理论瑏瑣，薪酬激励可通过吸引专业化人力资本提升募捐效率，捐赠收入增加，形成 “资源

池扩容—公益支出扩张”的正向循环。瑏瑤 同时，代理理论瑏瑥警示，薪酬增长可能被捐赠者视为代理成本上升的

信号，触发 “费用厌恶”行为瑏瑦，导致捐赠收入下降，资源池收缩，进而限制公益支出。两类机制的对冲效

应导致以下竞争性假说：

假说 １ａ：薪酬激励显著增加慈善组织的捐赠收入与公益支出，实现平等与效率的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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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１ｂ：薪酬激励显著减少慈善组织捐赠收入与公益支出，导致平等与效率的双重损失。
２ 社会信任的调节作用。

制度信任理论表明，高社会信任环境可通过降低监督成本缓解捐赠者的费用厌恶。① 比如，高评级组织

通过透明化信息披露向捐赠者传递 “高薪酬—高绩效”信号②，形成 “信任—捐赠”正反馈③，捐赠收入提

高，随着资源池扩容，公益支出增加。相反，低信任组织需依赖超额公益支出等符号性合规行为弥补合法性

赤字。④ 比如，超额完成公益支出下限，以此牺牲短期效率来换取长期合法性。Ｇｎｅｅｚｙ 等⑤通过实验研究发

现，当慈善组织主动超额完成法定公益支出下限 （如法律规定公益支出占比不低于 ７０％，而组织实际支出
８０％），可向捐赠者传递 “合规性优先”的信号。这一行为可能影响募捐效率，但能显著降低捐赠者的 “费

用厌恶”心理，增强其对组织公益属性的认可。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２ （社会信任调节）：在高社会信任度下，薪酬激励同步提升捐赠收入与公益支出，实现平等与效率
的兼顾；在低社会信任度下，薪酬激励仅显著增加慈善组织的公益支出，捐赠收入增长受限，难以实现平等

与效率的兼顾。

３ 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

资源基础观强调竞争压力通过重塑组织的战略选择与资源配置效率。⑥ 在高竞争强度环境中，慈善组织

面临资源稀缺性与捐赠者选择多元化的双重约束。⑦ 为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组织倾向于将薪酬激励精准配置

于专业化人力资本，通过提升募捐策略效率与公益项目执行效果⑧，实现捐赠收入增长与公益支出扩张的协同

效应。此时，薪酬激励的边际收益显著高于代理成本，形成 “激励—效率—平等”的良性循环。相反，低竞

争强度环境下，慈善组织因缺乏外部压力与标杆参照，薪酬激励可能偏离效率目标，被用于维持组织存续或

非生产性消耗⑨，难以有效转化为募捐能力的提升。同时，为弥补合法性赤字，低竞争组织倾向于通过超额公

益支出传递合规信号⑩，但这一策略虽能缓解捐赠者 “费用厌恶”心理，却因挤占运营资源而抑制效率

改进。瑏瑡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３ （竞争强度调节）：在高竞争强度下，薪酬激励显著提升慈善组织的捐赠收入与公益支出，实现平
等与效率的兼顾；在低竞争强度下，薪酬激励仅显著增加慈善组织的公益支出，捐赠收入增长受限，难以实

现平等与效率的兼顾。

三、制度背景

中国慈善事业的法律框架历经多次变革，逐步从行政主导向市场化治理转型。早期政策以规范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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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效率的兼顾

运营为核心，先后颁布 《基金会管理办法》（１９８８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１９９８年）及 《基金会管

理条例》（２００４年），初步确立了慈善组织的登记监管体系。其中，２００４年 《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基

金会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总支出的 １０％。① 这一 “统一限制”模式虽在遏制资金滥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忽视了慈善组织规模与运营效率的异质性，导致专业人才流失、募捐能力弱化等问题。② 《中国慈善发展报

告 （２０２３）》数据 （图 １）显示，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慈善基金会捐赠收入年均增速仅为 ６ ３％，中西部地区公益支
出覆盖率不足 ３０％，凸显了既有制度在平衡效率与平等目标上的结构性矛盾。

图 １　 中国慈善基金会历年发展情况 图 ２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会管理费用率历年变化

　 数据来源：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２０２３）。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非营利组织数据库数据整理。

　 　 ２０１６年 《慈善法》的颁布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慈善事业治理范式的重大转变。③

该法首次对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实施差异化管理费用政策：公募基金会维持 １０％的费用上限，而非公募基金
会可根据净资产规模将管理费用率弹性调整至 １０％—２０％。这种差异化规定充分考虑了非公募基金会的规模
差异和运营特点，为非公募基金会提供了更具弹性的员工薪酬管理空间，有助于激发非公募基金会的活力，

促进其更好地开展慈善活动。

图 ２展示了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会管理费用率的动态演变轨迹。从图中可见，在
２０１６年 《慈善法》颁布前，公募基金会的平均管理费用率显著高于非公募基金会，这一差异反映了政策约束

下两类组织的结构性分野。然而，政策调整后，非公募基金会的管理费用率迅速攀升，逐步与公募基金会趋

同，且呈现稳定态势。这一变化直观印证了 《慈善法》差异化调整非公募基金会费用率上限的政策效应。

综上，《慈善法》的管理费用改革不仅是技术性调整，更是对第三次分配制度逻辑的深刻重构。其政策

实验为检验 “平等—效率”兼容性提供了天然场景。本文基于准自然实验框架，系统评估这一政策冲击的激

励与分配效应，旨在为完善慈善事业治理、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学理支撑。

四、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非营利组织数据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简称
ＧＮＧＯ）。该数据库涵盖慈善基金会机构特征、财务状况、人员概况及捐赠情况等丰富信息，是反映中国慈善
基金会发展状况的重要学术数据库之一。其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空间上收录了中国大部分基金会信
息，但存在部分数据缺失情况。

３８

①

②

③

２０１４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 《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相关问题的通知》也规定，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平均工资

薪金水平不得超过上年度税务登记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的两倍。

郑功成、王海漪：《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学术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９期。
张衡、张吉鹏：《法治强化与家庭慈善捐赠：基于 〈慈善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世界经济》２０２５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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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２０１１年 “郭美美事件”对中国慈善组织产生了深远影响①，促使慈善组织加强自身管理和监督，提

高组织透明度和公信力，本文选取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的 ＧＮＧＯ数据进行分析。为弥补 ＧＮＧＯ数据中部分变量的缺
失，参考中国基金会中心 （ＣＦＣ）提供的对应慈善基金会年度报告信息进行补充。在此基础上，删除所有高
于对应管理费用率上限的样本，剔除管理费用小于 ０以及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 １８４５２个年份—个体样
本，形成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由 ５１４０个慈善基金会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测量

基于研究目的和所获取的数据，构建了一系列变量，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１ 捐赠收入 （ＤＯＮ）。

考虑到境外捐赠收入形成原因复杂，受管理费用率提高的影响有限，参考张奇林和张财经②的做法，本

研究考察的捐赠收入特指慈善基金会收到的境内捐赠金额，包括基金会接受境内其他单位或个人捐赠所取得

的收入。样本中慈善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均值约为 １２０７万元。
２ 公益支出 （ＰＷＥ）。

参考孙景冉和黄楚君③等的研究，采用慈善基金会当年度投入慈善公益事业的支出来度量公益支出。样

本中慈善基金会的公益支出均值约为 １０８４万元。
３ 管理费用率 （ＯＨＲ）。

管理费用 （ＯＨ）是慈善基金会为保证组织正常运转所发生的费用，一般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行政办公支
出，ＧＮＧＯ数据库提供了这些变量信息。本文用管理费用除以年度总支出 （ＴＯＴＡＬＥＸ）计算管理费用率
（ＯＨＲ），用工资福利支出除以年度总支出来计算工资福利支出率 （ＷＷＰＡＹ），用行政办公支出除以年度总支
出来计算行政成本支出率 （ＡＯＥＸＰ）。中国慈善基金会的管理费用均值为 ２６ ３４ 万元，管理费用率均值仅
３ ７７％。其中，工资福利支出率均值为 １ ５７％，行政成本支出率均值为 １ ９９％，反映出中国慈善基金会员工
物质激励水平普遍较低，员工工资福利支出均值仅 １７万元，行政成本支出 ２２万元。

４ 非公募基金会 （ＴＲＥＡＴ）。

公开募捐资格是区分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的重要标志。由于 《慈善法》将非公募基金会的管理费用率从

１０％调整为 １２％—２０％不等，而公募基金会管理费用率不变，本文将只能私下筹集资金的非公募基金会设置
为处理组并赋值为 １，将公募基金会设置为控制组并赋值为 ０。样本数据中，非公募基金会占比 ６４ ７％。

５ 政策时间 （ＰＯＳＴ）。

以 ２０１６年 《慈善法》的颁布实施作为慈善基金会管理费用率政策变化的准自然实验，设定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当基金会样本所在年份在 ２０１６年后或当年时，变量 ＰＯＳＴ取 １；否则取 ０。
６ 控制变量。

为控制可能影响慈善基金会管理费用以及捐赠收入和公益支出的因素，选取以下变量：用基金会年末总

资产 （ＡＳＳＥＴ）衡量基金会规模；④ 用年末总收入 （ＴＲＥＶ）衡量基金会收入规模；用年末总支出 （ＴＬＥＸ）衡
量基金会支出规模；用年末总资产减去年末总负债衡量基金会净资产 （ＮＡＳＳＥＴ）；用年末总负债除以年末总
资产衡量基金会资产负债率 （ＤＡＲ）；用年末筹资费用衡量基金会筹资费用 （ＦＵＮＤＥＸＰ）；基金会年龄
（ＡＧＥ）为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年数；⑤ 使用基金会年度董事会成员数量度量基金会董事会规模 （ＢＯＤＳＩＺＥ），
用年度监事会成员数量度量基金会监事会规模 （ＢＯＳＳＩＺＥ）；设置全国性基金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变量，若慈善
基金会为全国公民服务则赋值为 １，否则赋值为 ０。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黄虹、李晓颖、贺宇倩等：《限制捐赠资产使用会使慈善组织获得更多的捐赠吗？》，《中国软科学》２０２４年第 ４期。
张奇林、张财经：《政府资助能否助推全民慈善？———来自中国慈善基金会的经验证据》，《经济经纬》２０２５年第 １期。
孙景冉、黄楚君：《共同富裕背景下财政支出对慈善组织公益支出的影响———基于我国慈善基金会的证据》，《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２０２４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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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效率的兼顾

表 １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标识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ＤＯＮ 捐赠收入 １８４１９ １２０７ ３８２１ ０ １４７ ９ ２９８７２

ＰＷＥ 公益支出 １８４１９ １０４８ ２９８５ ０ １６１ ８ ２１１１４

ＯＨ 管理费用 １８４１９ ２６ ３４ ７１ ２１ ０ ４ ２００ ５００ ９

ＯＨＲ 管理费用率 １８４１９ ０ ０３７７ ０ ０３５２ ０ ０ ０２７０ ０ ２００

ＷＷＰＡＹ 工资福利支出率 １７３２７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３７０ ０ ０ １

ＡＯＥＸＰ 行政成本支出率 １５９２２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 ００９５８ １

ＴＲＥＡＴ 非公募基金会 １８４１９ ０ ６４７ ０ ４７８ ０ １ １

ＳＩＺＥ 基金会规模 １８４１９ ３３３９ ８２０２ ０ ８０２ ３ ５６７６９

ＴＲＥＶ 总收入 １８４１９ ２４４５ ２３７４５ ０ ２２６ ６ ２ １８３ｅ＋０６

ＴＬＥＸ 总支出 １８４１９ １０８４ ３０２６ ０ １７４ ４ ２１００５

ＮＡＳＳＥＴ 净资产 １８４１９ ４３４２ ２５９２２ ０ ７５１ ６ １ ６８１ｅ＋０６

ＤＡＲ 资产负债率 １８４１９ ０ ０３５４ ０ １０４ ０ ０ ０００１３５ ０ ６７９

ＦＵＮＤＥＸＰ 筹资费用 １８４１９ ４ ２０７ ６５ ８４ ０ ０ ３８８３

ＡＧＥ 基金会年龄 １８４１９ ７ ９３８ ７ ６３８ ０ ６ ６４

ＢＯＤＳＩＺＥ 理事会规模 １８４１９ １１ ４５ ６ １７０ １ １０ ５０

ＢＯＶＳＩＺＥ 监事会规模 １８４１９ ２ １４６ １ ３９１ １ ２ ２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全国性基金会 １８４１９ ０ ０８４６ ０ ２７８ ０ ０ １

（三）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考察 《慈善法》颁布对中国慈善组织管理费用率、捐赠收入和公益支出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

法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２０１６年 《慈善法》颁布后，非公募基金会管理费用率标准从 １０％调整到 １２％—
２０％不等，而公募基金会管理费用率标准仍为 １０％，这为本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准自然实验环境，非公募基金
会有动机调高实际管理费用率，进而影响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和公益支出。基于此，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ＯＨＲｉ，ｔ ／ ＷＷＰＡＹｉ，ｔ ／ ＡＯＥＸＰｉ，ｔ ＝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δｓ＋γｙ＋εｉ，ｔ （１）
ＤＯＮｉ，ｔ ／ ＰＷＥｉ，ｔ ＝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δｓ＋γｙ＋εｉ，ｔ （２）

其中，ｉ表示慈善基金会，ｔ表示年份 （ｔ ＝ ２０１２，２００１，…，２０２１）。ＯＨＲｉ，ｔ 为慈善基金会 ｉ 在 ｔ 年的实际管理
费用率，ＷＷＰＡＹｉ，ｔ 为慈善基金会 ｉ在 ｔ年的工资福利支出率，ＡＯＥＸＰｉ，ｔ 为慈善基金会 ｉ 在 ｔ 年的行政成本支出
率。ＤＯＮｉ，ｔ 为慈善基金会 ｉ在 ｔ年的捐赠收入，ＰＷＥｉ，ｔ 为慈善基金会 ｉ 在 ｔ 年的公益支出，捐赠收入和公益支
出分别反映慈善基金会 “效率”与 “平等”目标实现的程度。ＴＲＥＡＴｉ 为非公募基金会虚拟变量，用来划分
本文的处理组和控制组。本文以 ２０１６年 《慈善法》的颁布作为提高慈善基金会管理费用率的外生变化，设定

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ｔ，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 是双重差分模型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为一系列控制变
量，具体包括总支出、总资产、总收入、净资产、资产负债率、筹款费用、基金会年龄、理事会规模、监事

会规模等，根据被解释变量变化而改变。此外，由于本文使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我们同时采用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控制了基金会个体固定效应 （δｓ）和年份固定效应 （γｙ），以捕捉基金会个体层面以及年份层面不
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Ｂ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① 由于控制了基金会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 两
个一次项的效应均被吸收，回归结果中不再呈现。同时，我们对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使用异方差稳健性调

整并在基金会个体层面上进行了 “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处理。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１ 管理费用率变化。

首先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Ｄ）来验证 《慈善法》是否有效提升了非公募基金会的实际管理费用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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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列 （１）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系数为 ０ ００７ （ｐ＜０ ０１），表明 《慈善法》实施后，非公

募基金会的管理费用率显著提升 ０ ７个百分点，这一结果验证了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且与图 ２中非公募基
金会管理费用率的上升趋势一致。

进一步分解管理费用结构发现，如表 ２列 （２）和列 （３）所示，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工资福利支出率的
提升 （系数＝０ ００５，ｐ＜０ ０１）①，而行政成本支出率无显著变化 （系数＝ ０ ００１，ｐ＞０ １）。这表明，《慈善法》
通过薪酬激励而非冗余行政开支实现效率优化，符合政策设计的效率导向。

表 ２　 《慈善法》对慈善组织管理费用的影响回归结果

（１）
管理费用率

（２）
行政成本支出率

（３）
工资福利支出率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１）

ｌｎ总支出 －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１）

ｌｎ总资产 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资产负债率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ｌｎ筹资费用 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理事会规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监事会规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基金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７０７７ １４６１６ １６０３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７７４０ ０ ２８９１ ０ ４２２４

２ 激励与分配效应。

为检验薪酬激励对慈善组织效率 （捐赠收入）与平等 （公益支出）协同效应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Ｄ）展开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３所示。列 （１）和列 （４）为单变量回归结果，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控制了基金会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此时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两个一次项的效应均被吸收。列
（２）和列 （５）在列 （１）和列 （４）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捕
捉省份层面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慈善基金会捐赠收入和公益支出的影响。列 （３）和列 （６）同时控
制基金会其他系列特征。

结果显示，政策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系数分别为 ０ １５２ （ｐ＜０ １０）和 ０ １４９ （ｐ＜０ ０１），表明 《慈善

法》实施后，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与公益支出分别显著增长约 １５ ２％和 １４ ９％。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说 １ａ，
即市场化薪酬激励实现了慈善组织效率与平等的兼顾。

上述发现与资源依赖理论的预期一致。薪酬激励通过吸引专业人才，优化募捐策略与项目执行效率②，

形成 “薪酬激励—人力资本升级—募捐效率提升—资源池扩容—公益支出扩张”的传导链条，１５％左右的增
长效应进一步凸显了 《慈善法》政策调整的边际贡献。此外，代理理论所担忧的 “费用厌恶”效应并未主导

政策效果③，这可能得益于政策实施后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有效缓解了捐赠者对代理成本的

疑虑。④

６８

①

②

③

④

表 １显示总支出的均值为 １０８４万元，可知 《慈善法》颁布后非公募基金会平均工资福利增加 ５ ４２万元 （１０８４万元×０ ５％ ＝ ５ ４２万
元），产生了较大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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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慈善法》的激励与分配效应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捐赠收入 ｌｎ公益支出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１５５（０ ０８０） ０ ２６１（０ ０８５） ０ １５２（０ ０８３） ０ １４７（０ ０４８） ０ １８６（０ ０５２） ０ １４９（０ ０４１）
ｌｎ总资产 ０ ６７４（０ ０４９） ０ ０８５（０ ０３０）
资产负债率 －１ ００９（０ ２７１） ０ ４９２（０ １３９）
基金会年龄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２）
理事会规模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２）
ｌｎ筹资费用 ０ １３３（０ ０３０）
ｌｎ总收入 ０ ３１０（０ ０１２）
ｌｎ净资产 ０ ０２９（０ ０１５）

基金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７１９１ １７１３５ １７１０８ １７１９１ １７１３５ １７０５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６１４２ ０ ６２２０ ０ ６３６０ ０ ７８０７ ０ ７８２９ ０ ８２２２

（二）稳健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条件是双重差分模型有效的关键前提，要求在 《慈善法》颁布之前，非公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

会在各项被解释变量指标上的变化趋势应基本一致。为验证这一假设，本文构建了 《慈善法》颁布前后的年

度虚拟变量与 ＴＲＥＡＴ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图 ３ａ—３ｄ 展示了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慈善基
金会管理费用率、工资福利支出率、捐赠收入以及公益支出等指标在 《慈善法》颁布前 ３年和后 ６年 （含当

年）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趋势。图中曲线代表这些主要被解释变量均值在 ９０％置信区间内的变化趋势，反映了
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与公募慈善基金会在这些变量上的差异。结果显示，２０１６年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管理费用
率、工资福利支出率、捐赠收入、公益支出等变量趋势无显著差异 （系数均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政策实施后，处理组的管理费用率、工资福利支出率、捐赠收入与公益支出显著跃升，仅少数年份不显著，

说明政策效应总体上满足平行趋势检验。

图 ３ａ　 平行趋势检验 （管理费用率） 图 ３ｂ　 平行趋势检验 （工资福利支出率）

图 ３ｃ　 平行趋势检验 （捐赠收入） 图 ３ｄ　 平行趋势检验 （公益支出）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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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排除慈善组织其他收入来源的影响。

慈善组织的收入来源较为多元①，除捐赠收入外，政府补贴收入、投资收入、其他收入等同样占据重要

地位，这些其他收入来源可能混淆政策效应。② 已有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非营利组织的行政效率之间存在相

关关系③，投资收入等商业化运营活动也可能对非营利组织的生存、管理水平产生影响。④ 表 ４ａ显示，《慈善
法》对非公募基金会的政府补贴与投资收入有正向影响，但表 ４ｂ在控制这些变量后，与表 ３相比，核心系数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显著性未发生显著变化，表明结果稳健。

表 ４ａ　 《慈善法》颁布与慈善组织其他收入来源

（１）
ｌｎ政府补贴收入

（２）
ｌｎ投资收入

（３）
ｌｎ其他收入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２０１（０ ０６１） ０ １５７（０ ０８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６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基金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７０５１ １５９１８ １７０３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６２８５ ０ ６９４５ ０ ６９４７

表 ４ｂ　 排除慈善组织其他收入来源影响

（１）
ｌｎ捐赠收入

（２）
ｌｎ公益支出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１６４（０ ０８９） ０ １５２（０ ０４４）
ｌｎ政府补助收入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ｌｎ投资收入 －０ ０９８（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２（０ ００７）
ｌｎ其他收入 －０ ０９９（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１（０ ００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基金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５８７８ １５８２７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６３０１ ０ ８１９５

３ 样本自选择问题。

依据 ２０１６年 《慈善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

募捐资格。在此背景下，非公募基金会可能因期望增强第三次分配功能而主动选择申请公开募捐资格，转变

为公募基金会。同时，也可能存在公募基金会因特定原因转为非公募基金会的情况。经对数据的深入分析，

发现基金会性质发生变化的样本共 ３３０个。为避免样本自选择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在回归过程中剔除了
这部分样本。

４ 安慰剂检验。

为验证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管理费用率、工资福利支出率、捐赠水平和公益支出等指标上的差异确实由

《慈善法》颁布所引发，而非其他偶然因素或不可观测因素导致，本文开展了安慰剂检验。具体操作如下：

采用不放回的随机抽样方式，重复 ５００次，从样本中选取与真实实验组数量相同的慈善基金会作为伪实验组，
剩余慈善基金会作为对照组。然后，以慈善基金会的管理费用率、工资福利支出率、捐赠水平、公益支出为

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到伪政策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估计系数。由于该伪政策的政策效果与真实的 《慈

善法》导致的政策效果无关。若系数值普遍接近于 ０且 Ｐ值大于 ０ １，则表明该政策效应不太可能是由偶然

８８

①

②

③

④

谢昕、侯俊东、丁燕：《非营利组织筹资多元化对社会捐赠的挤出效应》，《统计与决策》２０２０年第 ２２期。
赵挺、袁君翱：《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国外文献的述评与启示》，《中国非营利评论》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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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或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图 ４ａ—４ｄ展示了交互项估计系数的 Ｐ值 （黑色圆点）和核密度估计值 （淡色

实线）。结果显示，伪政策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大多接近于 ０，且对应的 Ｐ值大部分超过 ０ １。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系数均位于该图的边缘位置，明显大于伪政策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值，这表明本文

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图 ４ａ　 安慰剂检验 （管理费用率） 图 ４ｂ　 安慰剂检验 （工资福利支出率）

图 ４ｃ　 安慰剂检验 （捐赠收入，取对数） 图 ４ｄ　 安慰剂检验 （公益支出，取对数）

５ 排除新冠疫情影响。

２０１９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慈善基金会捐赠收入和公益支出出现急剧增加的情况，这可能会对政策效
应产生干扰。为了排除这一影响，在表 ３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剔除了 ２０１９年后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样本。回归
结果如表 ５列 （１）和列 （２）所示，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回归系数略有上升，且仍然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这充
分说明 《慈善法》颁布对慈善基金会捐赠收入和公益支出的影响并非由新冠疫情这一特殊背景所导致。

６ 排除极端值的影响。

为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本文在表 ３回归基础上，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处理，并在表
５的列 （３）— （８）分别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进行截尾处理。结果显示，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系数与表 ３的基准回归差异不大，且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表明回归结果受连续变量异常值的影响较小。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捐赠收入 ｌｎ公益支出 ｌｎ捐赠收入 ｌｎ公益支出 ｌｎ捐赠收入 ｌｎ公益支出 ｌｎ捐赠收入 ｌｎ公益支出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１６２
（０ ０８７）

０ １６８
（０ ０４６）

０ １５１
（０ ０８３）

０ １４９
（０ ０４１）

０ １５３
（０ ０８１）

０ １４６
（０ ０４１）

０ １６２
（０ ０７９）

０ １４５
（０ ０４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１９０９ １１９１２ １７０７７ １７０４９ １７０７７ １７０４９ １７０７７ １７０４９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７１１０ ０ ８２５３ ０ ６３６０ ０ ８２２２ ０ ６２９６ ０ ８２２３ ０ ６２１５ ０ ８２２１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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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质性分析

１ 社会信任异质性。

社会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要素①，在慈善领域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与监

督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② 另一方面，它通过增强捐赠者对组织公益属性的认知，形塑捐赠行为的长期

可持续性。③ 既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能够显著调节慈善组织的资源获取与分配效率。④ 本文接下来结合 ２０１６
年 《慈善法》颁布的政策冲击，系统检验社会信任对慈善组织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调节机制。

本文首先采用社会组织评级来划分社会信任程度。２０１０年民政部发布 《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并于

２０１１年正式施行，该办法对社会组织的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等方面进行年度评估，评
估有效期为 ５年。社会组织的评估结果分为 ５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 ５Ａ、４Ａ、３Ａ、２Ａ、１Ａ，获得 ３Ａ以上
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在接受政府职能转移、获取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奖励方面具有优先权。评级是慈善基

金会向捐赠者展示其合法性的重要方式，高评级的慈善基金会往往代表着更高的社会信任程度，捐赠者在做

出捐赠决策时会重点关注基金会的评级。⑤ 依据民政部 《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将评级≥３Ａ的基金会定
义为高社会信任组 （占比 ３５ ６％），评级＜３Ａ的为低社会信任组 （占比 ６４ ４％）。基于表 ３列 （３）和列 （６）
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６ａ所示。列 （１）和列 （２）结果显示，评级≥３Ａ组的捐赠收入交互
项系数为 ０ ２６３ （ｐ＜０ ０１），表明 《慈善法》实施后，其捐赠收入增长 ２６ ３％；公益支出系数虽不显著，但方
向与效率目标一致。列 （３）和列 （４）结果显示，评级＜３Ａ组的捐赠收入系数不显著 （０ ０４８，ｐ＞０ １），公
益支出系数为 ０ ２３１ （ｐ＜０ ０１），表明 《慈善法》实施后，其公益支出增长 ２３ １％，捐赠收入没有显著增长。

其次，本文依据募捐的地域范围来划分社会信任程度。⑥ 全国性基金会因监管严格、信息披露透明，社

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性基金会。⑦ 同理，基于表 ３列 （３）和列 （６）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６ｂ
所示。列 （１）和列 （２）结果显示，全国性慈善基金会组的捐赠收入交互项系数为 ０ ４７３ （ｐ＜０ １０），表明
《慈善法》实施后，其捐赠收入增长 ４７ ３％；公益支出的交互项系数为 ０ ２１９ （ｐ＜０ ０５），其公益支出增长
２１ ９％。地方性慈善基金会组的捐赠收入系数不显著 （０ １０６，ｐ＞０ １），公益支出系数为 ０ １５２ （ｐ＜０ ０１），表
明 《慈善法》实施后，其公益支出增长 １５ ２％，捐赠收入没有显著增长。

综上，评级≥３Ａ或全国性慈善组织凭借更高的社会信任程度，更易将薪酬激励转化为慈善资源获取能力
和使用效率，实现慈善组织效率与平等的兼顾。而评级＜３Ａ或地方性组织，薪酬激励仅显著增加慈善组织的
公益支出，捐赠收入增长受限，难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假说 ２基本得到验证。

表 ６ａ　 社会信任程度异质性 （社会组织评级）

评级≥３Ａ 评级＜３Ａ
（１） （２） （３） （４）

ｌｎ捐赠收入 ｌｎ公益支出 ｌｎ捐赠收入 ｌｎ公益支出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２６３（０ １１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８ （０ １２６） ０ ２３１（０ ０６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基金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６５３９ ６５２３ ８１０６ ８０９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５６０４ ０ ８５３８ ０ ６２７３ ０ ７８６２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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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效率的兼顾

表 ６ｂ　 社会信任程度异质性 （全国性 ＆地方性）

全国性慈善基金会 地方性慈善基金会

ｌｎ捐赠收入 ｌｎ公益支出 ｌｎ捐赠收入 ｌｎ公益支出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４７３（０ ２７７） ０ ２１９（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６ （０ ０９０） ０ １５２（０ ０４６）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基金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４６５ １４６１ １５５３１ １５５０７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５６０４ ０ ８５３８ ０ ６２７３ ０ ７８６２

２ 竞争强度异质性。

慈善行业的竞争强度深刻影响组织行为与资源配置效率。依据资源基础观，竞争压力迫使组织将有限资

源投向核心能力建设，以获取差异化优势。在慈善领域，这一逻辑表现为：高竞争环境下，慈善组织需通过

专业化人才引进与高效管理提升募捐能力，同时优化公益项目支出。① 反之，低竞争环境中，组织因缺乏外部

压力可能陷入资源冗余与代理成本膨胀的困境②，薪酬激励易偏离效率目标。③

为验证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两类竞争强度指标。首先依据省份慈善基金会密度来衡量竞争强

度，该指标通过计算样本基金会所属省份每万人拥有的慈善基金会个数得出，省份基金会密度越大，表明该

地区慈善行业竞争强度越高。采用按竞争强度中位数进行分样本回归的方法，基于表 ３列 （３）和列 （６）基
准回归结果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７ａ所示。列 （１）和列 （２）显示，高省份慈善基金会密度组的捐赠收
入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系数为 ０ ３６２ （ｐ＜０ ０１），表明 《慈善法》实施后，其捐赠收入增长 ３６ ２％。公益支
出交互项系数为 ０ ２３９ （ｐ＜０ ０１），其公益支出增长 ２３ ９％。列 （３）和列 （４）结果显示，低省份慈善基金会
密度组的捐赠收入系数不显著 （－０ ０５２，ｐ＞０ １），公益支出系数为 ０ ２３１ （ｐ＜０ ０１），表明 《慈善法》实施

后，其公益支出增长 ２３ １％，捐赠收入没有显著增长。
其次，参考赫尔达尔—赫希曼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Ｉｎｄｅｘ，ＨＨＩ）构建基金会行业集中度指标，以

此度量慈善基金会的竞争强度。ＨＨＩ 指数的计算公式为：ＨＨＩ ＝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２ ，ｉ ＝ １，２，…，Ｎ，其中 Ｎ代表样

本中各省、直辖市的基金会总量，Ｘｉ 为第个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或公益支出规模，Ｘ则是各基金会所属省市的
捐赠收入或公益支出总规模。ＨＨＩ指数越大，意味着该省市基金会市场集中度越高，行业竞争程度越低。研
究依据 ＨＨＩ指数的中位数，将基金会划分为高竞争强度组 （＜ＨＨＩ指数中位数的样本）和低竞争强度组 （≥
ＨＨＩ指数中位数的样本），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７ｂ所示。列 （１）和列 （２）显示，低赫芬达尔—赫希
曼指数组的捐赠收入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系数为 ０ ２３４ （ｐ＜０ １０），表明 《慈善法》实施后，其捐赠收入增

长 ２３ ４％。公益支出交互项系数为 ０ １４９ （ｐ＜０ ０５），其公益支出增长 １４ ９％。列 （３）和列 （４）结果显示，
高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组的捐赠收入系数不显著 （系数 ＝ ０ ０９５，ｐ＞０ １），公益支出系数为 ０ １４９ （ｐ＜
０ ０５），表明 《慈善法》实施后，其公益支出增长 １４ ４９％，捐赠收入没有显著增长。

综上，人均省份慈善基金会密度更高或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更低的慈善组织，由于更高的地区竞争程

度，更易将薪酬激励转化为慈善资源获取能力和使用效率，实现慈善组织效率与公平的兼顾。而人均省份慈

善基金会密度更低或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更高的慈善组织，薪酬激励仅显著增加慈善组织的公益支出，捐

赠收入增长受限，难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研究假说 ３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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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ａ　 竞争程度异质性 （人均省份慈善基金会密度）

高人均省份慈善基金会密度组 低人均省份慈善基金会密度组

（１） （２） （３） （４）
ｌｎ捐赠收入 ｌｎ公益支出 ｌｎ捐赠收入 ｌｎ公益支出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３６２（０ １３４） ０ ２３９（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２ （０ １１８） ０ １４９（０ ０５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基金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８０４０ ８０２１ ８６２９ ８２５９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６６８７ ０ ８４９５ ０ ６０９３ ０ ８４２１

表 ７ｂ　 竞争程度异质性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ＨＨＩ）

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组 高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组

（１） （２） （３） （４）
ｌｎ捐赠收入 ｌｎ公益支出 ｌｎ捐赠收入 ｌｎ公益支出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２３４（０ １２２） ０ １４９（０ ０５８） ０ ０９５ （０ １２３） ０ １５４（０ ０６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基金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８２８０ ８２５９ ８１５１ ８１３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６６２８ ０ ８４２１ ０ ５９８６ ０ ７９０６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６年 《慈善法》对非公募基金会管理费用率的差异化调整为政策背景，利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
中国 ５１４０家慈善基金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检验了薪酬激励对慈善组织效率 （捐赠收

入）与平等 （公益支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慈善法》通过差异化调整非公募基金会管理费用率，

显著提升了员工工资福利支出率，进而实现了捐赠收入与公益支出约 １５％的同步增长，验证了平等与效率的
兼容性。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政策效果呈现显著的情境依赖性：在高社会信任度或高竞争强度情境下，

薪酬激励能够通过专业化人力资本升级与资源池扩容实现效率与平等的双重优化；而在低社会信任度或低竞

争强度环境中，薪酬激励仅能单向促进公益支出扩张，捐赠收入增长受限，效率与平等的协同机制未能有效

形成。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构建差异化的薪酬激励机制，强化效率与平等的协同效应。适度市场化激励可通过吸引专业化人

才显著提升慈善组织的资源获取能力，但需警惕管理费用率与绩效的倒 Ｕ型关系。建议依据组织规模、区域
发展水平及行业特征，细化管理费用率的弹性区间，例如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或初创期基金会适当放宽上限；

建立透明度与绩效联动的动态监管机制，要求高费用率组织定期披露薪酬结构、项目执行效率及资金流向，

以降低捐赠者的代理成本担忧；探索薪酬激励的 “负面清单”制度，限制非生产性行政开支占比，确保资源

向核心业务倾斜。

第二，优化制度环境，激活社会信任与竞争机制的双重调节功能。针对低社会信任度地区，应通过制度

设计增强捐赠者信心。建议强制推行 “阳光慈善”信息披露标准，要求慈善组织公开高管薪酬、项目成本明

细及受益人反馈；引入第三方独立审计与评级机构，构建 “高透明度—高评级—高捐赠”的正向循环。对于

高竞争强度区域，需通过政策工具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对专业化程度高、信息披露完善的慈善组织给予税收

减免或政府购买服务优先权；打破区域资源壁垒，推动跨区域慈善协作网络建设，鼓励中西部地区基金会通

过技术赋能与人才共享提升竞争力。

第三，推动慈善文化转型，重构社会成本认知与参与模式。公众对 “零成本运营”的认知偏差仍是制约

薪酬激励效果的关键障碍。建议通过公共教育宣传典型案例，引导社会理性看待慈善组织的合理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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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效率的兼顾

将 “绩效导向”而非 “费用率导向”作为捐赠决策核心标准；鼓励公众通过股权捐赠、慈善信托等创新模式

参与第三次分配，形成可持续的资源供给体系；建立 “慈善绩效白名单”制度，定期发布高透明度、高执行

效率的慈善项目，增强公众参与信任感。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例如样本集中于基金会组织，未涵盖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对竞争强度

的测度主要依赖区域密度与行业集中度指标，未来可结合数字技术渗透率等动态指标深化分析。后续研究可

进一步探索政府监管、数字平台与慈善组织行为的交互效应，为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提供更系统的政策依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２２ＢＪＬ０２６）、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 （２０２３ＪＺＤＺ０１９）、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文本分析视角下上市公司

商誉泡沫的形成机制与风险预警研究”（２０２１ＥＪＢ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陈钊为本文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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